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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望成为驱动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重要引

擎。 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８４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跨期 ＤＩＤ 模型，实证考察“宽带中国”试

点政策所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研究发现，在满足平行趋势条件

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商贸流通产业集聚，该结论在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和安慰剂

检验后仍成立。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更大规模、非资源型和交通便利型城市的商贸流通

产业集聚效应明显更强，对批发零售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衰减

边界为 ５００ 公里。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激发国内市场需求、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技术扩散来实现商贸流通产业

集聚。 研究结论为加快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和优化商贸流通业的空间布局提供了可行的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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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

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国务院根据《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等文件，制定并

印发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下文简称“《实施方案》”），该方案强调不仅要加快提高宽带网络

应用水平，培育新服务和新市场，还要创新宽带应用模式，加快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网络金融等现代服务

业发展。 作为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举措，“宽带中国”战略旨在扎实推进宽带网络设施建设，重
点提高宽带用户规模及接入速率，强化数字网络服务质量，以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宽带中国”战略

统筹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接入网、城域网和骨干网建设，加快了我国数字基建进程。 可见，宽带网络设施建

设推动了数字基建与经济系统的融合发展，有望成为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建设现代流

通网络，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数字化建设，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形成更多商贸流通新

平台、新业态和新模式。 不可否认的是，构建新时代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生产要素在生产、分

—３１—



邱志萍，蒋鹏程，刘举胜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商贸流通产业集聚

配、流通、消费等环节的有效衔接，从而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 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

中间环节，商贸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在商品流通、促进消费、调整产业结构和

优化经济绩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１］，并成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内容。 随着数字技术与

传统产业的不断融合，数字基础设施有望成为现代化商贸流通产业发展及空间布局优化的重要引擎。
那么，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有效促进商贸流通产业集聚？ 其传导机制是怎样的？ 具备网络外部性

特征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又是怎样的？ 鉴于此，本文以“宽带中

国”战略为切入点，尝试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两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解答。
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得以显现，由此引发了学术界的关

注。 一些研究基于互联网、宽带和电信设施等视角，不仅从宏观层面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

长［２］、国际贸易［３］、产业集群［４］ 和收入不平等［５］ 等的影响，还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其对企业生产率［６］、
分工［７］、区位选择［８］、劳动力工资及就业［９ １０］等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借助跨期 ＤＩＤ 模型，实证

考察了以“宽带中国”战略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高质量发展［１１］、全要素生产率［１２］、创
新［１３］、企业转型升级［１４］和劳动力配置［１５］ 等的影响。 尽管现有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遗憾的是，并未

关注数字基础设施的产业集聚效应及其传导机制，也忽视了数字基础设施因具备网络外部性特征而

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着重关注了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

投资选择行为、地理条件、政策环境、基础设施、要素禀赋、产业关联、市场平台和市场需求等因

素［１６ １７］。 然而，这类集聚成因的研究仍局限于定性分析，同时还忽视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１）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采用跨期 ＤＩＤ 估计技术，首次识别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因果关系，以期丰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集聚效应研究。
（２）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理论框架，从市场需求、交易成本和技术扩散三个方

面阐述其传导机制，进而拓展了商贸流通业集聚机制问题的研究边界。 （３）考虑到数字基础设施的网络

外部性特征，将跨期 ＤＩＤ 思想纳入面板空间杜宾模型中，进一步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商贸流通产业

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衰减边界，为合理布局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提供丰富的经验解释。
二、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一）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作用机制

１． 市场需求机制

网络经济学理论表明，由于梅特卡夫法则（Ｍｅｔｃａｌｆｅ'ｓ Ｌａｗ）的存在，互联网普及程度越接近网络规

模临界值，潜在的网络效应就越大，能够产生明显的需求方规模经济效应，有助于拓宽市场规模和激

发市场需求［７］。 从企业视角看，互联网信息技术能够克服产品需求的地理范围边界，精准反映市场偏

好及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帮助企业评估市场机会和拓展企业分销渠道，并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有效激发市场需求潜力［１８］。 基于消费者视角，在数字技术赋能零售、运输等过程中，本土市场（同城）
的竞争越发重要，而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够解决消费者“当日达”“及时送”等以往传统销售不能满足的

需求，进而刺激了消费者需求。 此外，市场需求的增大有助于促进商贸流通产业集聚。 新经济地理学

理论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循环累积作用下，内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等因素促进了产业聚集的

形成［１９］。 因此，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市场需求，而较大的市场需求规模有利于商

品流动和服务质量优化，进而促进了商贸流通产业集聚。
２． 交易成本机制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所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实现宽带网络的跨越式发展，借助信息技

术和信息流，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首先，互联网打破了信息壁垒和时空限制，有效降低了生产活动中

面临的内部协调、信息搜寻和信息传递及处理等交易成本，解决了潜在的外部性问题，有效降低交易

双方非必要成本［２０］。 同时，互联网为交易双方提供零距离接触的空间，缓解了信息非对称的问题，提
高了交易匹配效率，减少了中间交易环节，最终有效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２１］。 其次，互联网信息技术

的使用增强了互联网研发行业与餐饮、现代物流运输和住宿等行业的融合度，降低企业的生产交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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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生成本优势，能够吸引外部企业进驻本地，形成商贸流通行业的本地集聚。 然而，交易成本始终

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之一［２２］。 尽管信息化新业态在产品交易中较少受地理空间约束［８］，但交易成

本仍不利于商贸流通业集聚。 交易成本下降意味着生产要素和资源实现合理配置，优化商贸流通服

务质量，加强产业内部行业关联，进而引导商贸流通产业集聚。
３． 技术扩散机制

依托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了各地区之间的信息、数据与知识交流，推动了技

术的扩散与应用［２３］。 宽带具有网络基础设施的外部性特征，能够实现大数据和复杂化信息的传递，为技

术扩散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从社会关系网络来看，互联网发展影响着以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为核心

特征的社会资本［２４］，而相互信任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更有利于实现知识与技术扩散。 此外，更重要的

是，《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积极吸引创新型人才。 尽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取代了部分面对面交

流的机会，但也扩大了技术人员和服务的交流范围和密度［２５］，进而强化了人才集聚的技术扩散效应。 作

为技术（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的结合体，商贸流通服务业的集聚过程离不开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的支

持。 区域间技术外溢能够激发技术创新，通过信息流动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关联，有助于引导商贸流通

服务业集聚。 因此，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知识与技术的扩散来提高创新能力，降低生产成本和增

强产业关联，为商贸流通企业集聚提供较强的向心力。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两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商贸流通产业集聚。
假说 ２：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激发市场需求、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技术扩散来实现商贸流通产

业集聚。
（二）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以信息与数字基础设施为载体的互联网正在加速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
并通过自身具备的吸引力和分散力来影响企业区位选择［８］。 《实施方案》强调，要加快宽带网络优化

升级和互联网骨干节点升级，扩容网间带宽，保障连接性能。 因此，“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加快实施，
不仅增加了宽带网络的用户和节点数，而且实现了城市间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在网络外部性

和规模效应的作用下，宽带网络的经济效应得以充分释放，并实现跨区域扩散与传递。 一方面，宽带

网络设施建设强化了跨区域信息流动和技术溢出，提高了商贸流通效率，优化了商品与资本等要素的

空间配置，进而完善了本地和邻地商贸流通业的空间布局；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压缩了时空

距离和交易成本，借助信息传递与共享产生显著的网络经济效应，这不仅强化了本地与邻地商贸流通

联系，而且通过空间扩散效应带动了周边商贸流通业集聚。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商贸流通产业集聚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三、 实证模型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

借鉴牛子恒和崔宝玉［１５］的做法，本文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跨期 ＤＩＤ 模

型，实证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影响。 具体模型如下：
ＣＣＡｉｔ ＝ α ＋ βＢＣＰ ｉｔ ＋ θＣＶｉｔ ＋ δｉ ＋ γｔ ＋ ωｉｔ （１）
其中，α 为常数项，ω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ＣＶｉｔ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向量，θ 为对应的待估系数的向量。

δｉ 为城市固定效应，γ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以分别控制时间层面不随城市变化和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

的其他不可观测因素。ＣＣＡｉｔ 表示 ｔ年城市 ｉ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ＢＣＰ ｉｔ 表示 ｔ年城市 ｉ是否实施“宽
带中国” 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β 表示试点政策的影响效应，β 显著为正，说明相比于非试点城市，试点

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商贸流通产业集聚。
（二） 变量解释

１． 商贸流通产业集聚（ＣＣＡ）
借鉴刘举胜等［２６］的做法，本文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５１—



邱志萍，蒋鹏程，刘举胜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商贸流通产业集聚

３ 个行业表示商贸流通产业。 在测算方面，就业密度指标在产业集聚研究中运用十分广泛，相应的测

算结果也十分稳定［２７］。 因此，本文采用就业密度，即商贸流通产业城镇单位从业人数与城市全域行

政面积比值（人 ／平方公里）的对数来表示。
２．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ＢＣＰ）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 ＢＣＰ 表示某年某城市是否成为“宽带中国”战略的试点样本，是试点城市虚拟

变量与试点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其中，在试点城市虚拟变量中，本文将试点样本城市

（实验组）赋值为 １，其余非试点城市（对照组）赋值为 ０；在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中，本文将试点政策

实施当年及其之后时间记为 １，其余时间均记为 ０。
３．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１６ １７，２８］，本文选取如下８个控制变量：（１） 经济发展水平（ＥＣＤ），用城市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表示。 （２） 人口密度（ＰＰＤ），用单位城市行政面积下的人口数表示。 （３） 劳动力成本

（ＬＢＣ），用各城市在岗职工工资的对数表示。（４） 人力资本（ＨＣＰ），用各城市每千人城镇单位教育行

业从业数的对数表示。（５） 政府干预行为（ＧＯＶ），用各城市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表示。（６） 交通

基础设施（ ＩＮＦ），用各城市市辖区年末实有道路面积占所有样本市辖区年末实有道路面积的比重表

示。（７） 外商投资（ＦＤＩ），用各城市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表示。（８） 贸易开放（ＯＰＥＮ），
用各城市进出口商品贸易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表示。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均值结果

类别 名称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商贸流通产业集聚 ＣＣＡ ０． ８６７ １． ３２０ － ３． １３９ ５． ８４３
自变量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 ＢＣＰ ０． １１３ ０． ３１６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控制
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ＥＣＤ １０． ２０８ ０． ８２９ ７． ５４２ １２． ２８１
人口密度 ＰＰＤ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６６３
劳动力成本 ＬＢＣ １０． ３８４ ０． ６２８ ８． ６８６ １２． ０６２
人力资本 ＨＣＰ ２． ４５６ ０． ２１８ ０． ５１２ ３． ４５５
政府干预行为 ＧＯＶ ０． １６８ ０． ０９７ ０． ０３１ １． ０２７
交通基础设施 ＩＮＦ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７２
外商投资 ＦＤＩ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０ ０． ３７５
贸易开放 ＯＰＥＮ ０． ２０１ ０． ３７０ ０． ０００ ４． ６２２

（三） 数据来源

考虑实际数据的可得性和统

计口径等因素， 本文最终选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全国 ２８４ 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宽带中国”示
范城市（群）共计 １１７ 个，名单来

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考虑到

研究样本的可比性，本文剔除了

示范城市名单中的市辖区（县）、
县级市和自治州等样本。 将上述

１１７ 个示范城市（群）匹配 ２８４ 个

样本后，分别得到 １０８ 个试点城市（实验组）和 １７６ 个非试点城市（对照组）。 此外，本文其余变量所需

的数据整理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和 ＣＥＩＣ 中国经济

数据库，个别缺失数据通过差值法补齐。
四、 基准结果与分析

（一） 平行趋势

ＤＩＤ 估计的有效性存在一个前提，即在政策冲击前对照组和实验组应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鉴于

此，参考 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９］的做法，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进行检验。 具体的模型如下：

ＣＣＡｉｔ ＝ α ＋ ∑５

σ≥－１３
πσＢＣσ

ｉｔ ＋ θＣＶｉｔ ＋ δｉ ＋ γｔ ＋ ωｉｔ （２）

其中，ＢＣσ
ｉｔ 为“宽带中国” 试点政策实施的时间虚拟变量，πσ 为不同时间下试点政策的估计系数，

其余符号同模型（１） 保持一致。考虑到“宽带中国” 试点政策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中分三批次开始实施，
本文设置实施前 １３ 年到实施后 ５ 年的时间范围（σ 值），并以实施的前一年为基准期。当 σ ＜ ０ 时，πσ

不显著，说明符合平行趋势假定，反之则不符合。
由图 １ 可知，试点政策实施之前，πσ 均未通过 １０％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对照组和实验组

在试点政策实施前满足平行假设趋势。 可见，本文采用 ＤＩＤ 估计的前提条件成立，相应的实证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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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稳健可靠的。 从动态影响来看，试点政

策当期及其之后的 πσ 始终为正，呈波

动增大的趋势，同时系数 πσ 从第三期

开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宽带中

国”试点政策能够引致商贸流通产业集

聚效应，但存在一定时滞性。
（二） 基准结果

表 ２ 估计结果显示，在逐步控制双

向固定效应和相应控制变量的过程中，
模型拟合优度逐步提高，列（５）中 ＢＣＰ
的系数在 １％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进一步来看，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非试点城市，“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商贸流通产业集聚

水平将平均提升 ８. ４８％ 。 可见，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所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商贸

流通产业集聚效应，进而验证了本文第 １ 个研究假说。 此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预期基本相符。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商贸流通产业集聚，而劳动力成本、政
府干预行为、外商投资和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商贸流通产业集聚。

表 ２　 基准估计和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结果

变量

基准估计 ＰＳＭ⁃ＤＩＤ

（１）
ＣＣＡ

（２）
ＣＣＡ

（３）
ＣＣＡ

（４）
ＣＣＡ

（５）
ＣＣＡ

（６）
ＣＣＡ

ＢＣＰ
０． １５３ ０∗∗∗ ０． １１４ ０∗∗∗ ０． １０５ １∗∗∗ ０． ０８６ ８∗∗∗ ０． ０８４ ８∗∗∗ ０． ０７５ ７∗∗∗

（０． ０２６ ６） （０． ０２２ 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 ０２１ ９） （０． ０２１ ８） （０． ０２７ １）

ＥＣＤ
０． ２７３∗∗∗ ０． ２９３∗∗∗ ０． ２１６∗∗∗ ０． ２３０∗∗∗ ０． ２６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４）

ＰＰＤ
７． ７００∗∗∗ ７． ４２２∗∗∗ ７． ６８９∗∗∗ ６． ３７５∗∗∗ １３． １０∗∗∗

（０． ９６１） （１． ０５１） （１． １２０） （１． １２８） （１． ３０２）

ＬＢＣ
－ ０． ３７９∗∗∗ － ０． ２９４∗∗∗ － ０． ２５９∗∗∗ － ０． １４３∗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５）

ＨＣＰ
０． ３９４∗∗∗ ０． ４３８∗∗∗ ０． ４３３∗∗∗ ０． ４７３∗∗∗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０） （０． ０７９） （０． ０９１）

ＧＯＶ
－ ０． ８２５∗∗∗ － ０． ７４７∗∗∗ － ０． ７０２∗∗∗

（０． １２５） （０． １２５） （０． １５３）

ＩＮＦ
１３． ４３∗∗∗ １２． ４０∗∗∗ １４． ５５∗∗

（３． ２６４） （３． ２９８） （６． ５０３）

ＦＤＩ
－ １． ６８９∗∗∗ － １． ７０５∗∗∗

（０． ２８９） （０． ３２７）

ＯＰＥＮ
－ ０． １０４∗∗∗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９）

常数项
０． ８５０∗∗∗ － ２． ２７８∗∗∗ ０． ４９０ ０． ３７１ － ０． ０１９ － ２． ０１６∗∗∗

（０． ００５） （０． ３４９） （０． ６７５） （０． ６７１） （０． ６５０） （０． ６９５）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４ ８２８ ４ ８２８ ４ ８２８ ４ ８２８ ４ ８２８ ３ ８７４

Ｒ２ ０． ９４５ ０． ９４８ ０． ９４９ ０． ９５０ ０． ９５０ ０． ９３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城市 － 时间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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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稳健性检验

１．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

为排除潜在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具体而言，本文

通过逐年匹配方式纵向合并得到新的面板数据集，采用卡尺近邻匹配方法为所有“宽带中国”示范城

市构建满足共同支撑条件的最优对照组，并进行平衡性检验，最后采用跨期 ＤＩＤ 方法重新估计。 匹配

后变量的标准化均值偏差基本都在 １０％以内，明显小于匹配前的标准性偏差，基本满足平衡性检验的

要求①。 此时，表 ２ 中列（６）显示，ＰＳＭ 匹配后的 ＢＣＰ 系数仍在 １％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进而仍支

持本文基准结果。
２． 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跨期 ＤＩＤ 估计结果还受到异质性处理效应（ＨＴＥ）问题的影响，即由于冲击时点的差异，较早受冲

击的样本会也成为较晚受冲击样本的控制组，导致传统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ＴＷＦＥ）存在估计偏

误［３０］。 鉴于此，借鉴 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３０］的做法，本文首先将样本分为早期入选试点政策的城市（“坏
的控制组”）、从未成为试点的城市和后期入选试点政策的城市（“好的控制组”）；然后依据相应的政

策冲击，将 ＴＷＦＥ 估计量分解为多个不同的 ２ × ２ ＤＩＤ 估计量；最后，根据“好的控制组”和“坏的控制

组”处理效应的权重评判 ＨＴＥ 问题的严重性，若“坏的控制组”的权重太高，则表明存在严重的 ＨＴＥ
问题，估计结果不可信。 分解结果表明：“坏的控制组”权重仅为 ０. ０４％ ，而“好的控制组”权重高达

９９. ９６％ 。 因此，本文采用跨期 ＤＩＤ 模型和 ＴＷＦＥ 来证明“宽带中国”政策效应几乎不受异质性处理效

应问题的不利影响，进而验证了基准结果的可靠性。

图 ２　 基于 ２ ０００ 次抽样的安慰剂检验

３． 安慰剂检验

本文首先随机选取 １０８ 个城市作为伪实

验组，随机赋予冲击时间，并以此循环 ２ ０００
次，得到非真实的试点政策虚拟变量；然后采

用 ＤＩＤ 方法重新估计伪政策虚拟变量，并通

过图 ２ 展示伪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及其 Ｐ 值。
由图 ２ 可知，伪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呈典型的

正态分布，对应的 Ｐ 值大于 ０． １，而实际的基

准估计系数（０． ０８４ ８）完全独立于安慰剂结

果。 因此，本文的基准结果是可靠的，未受到

政策非随机性和不可观测城市因素的不利影响。
４．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从排除样本选择偏误、工具变量估计、替换关键变量、剔除特殊样本、排除宽带发展基础相

关政策干扰及调整样本时间窗口等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②。 相关检验结果均表明，ＢＣＰ 的系数始终显

著为正，进而再次验证了前文基准结果的可靠性。
五、 机制分析与拓展讨论

（一） 机制检验与分析

借鉴江艇［３１］ 的做法，本文重点检验“宽带中国” 试点政策对市场需求、交易成本和技术扩散三个

机制变量的影响。从测算来看，在市场需要方面，本文采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ＭＤ） 来表示市场需

求。在交易成本方面，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从商品流通、人员流动和信息化水平三个方面构建城

市交易成本指数（ＴＣ）。 具体来看，首先，本文选取人均货运量、人均客运量、人均邮电业务量、信息传

　 　 　 　

—８１—

①
②

限于篇幅，未给出匹配后变量数据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备索。
限于篇幅，未给出其他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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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互联网宽带用户占比等指标；然后，对上述五个正向指标进行

逆向标准化处理，借助均值法计算初步的交易成本水平 Ｃ ｉ；最后，考虑到地理距离对服务业聚集的潜

在影响［３２］，本文纳入地理距离因素计算历年城市交易成本 ＴＣ，即 ＴＣ ｉｔ ＝ Ｃ ｉｔ ／∑ ｎ

ｊ ＝ １
（１ ／ Ｄｉｊ），Ｄｉｊ 表示基

于经纬度计算的城市间地理距离。在技术扩散方面，考虑到区域间技术外溢通常与科技人才的沟通与

交流密切相关，借鉴韩峰和柯善咨［３３］ 的做法，本文用考虑了地理加权的城市科技人才从业数 ＴＥ 与从

业总数 Ｅ的比值来表示技术扩散 ＴＳ，即 ＴＳｉｔ ＝ ∑ ｎ

ｊ ＝ １
ＴＥ ｊｔ ／ Ｄ２

ｉｊ( ) ∑ ｎ

ｊ ＝ １
Ｅ ｊｔ ／ Ｄ２

ｉｊ( )，其中科技人才从业数

用城镇单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数来代理表示。
表 ３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市场需求机制
ＭＤ

（２）
交易成本机制

ＴＣ

（３）
技术扩散机制

ＴＳ

ＢＣＰ
０． ３５０ ０∗∗∗ －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１９１ ５∗∗∗

（０． ０３０ ７）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３２ 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４ ８２８ ４ ８２８ ４ ８２８
Ｒ２ ０． ９０６ ０． ９９７ ０． ９５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括号内为城市 － 时间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依据表３可知，列（１） 中ＢＣＰ的系数在

１％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宽带中

国” 试点政策显著刺激了城市市场需求；列
（２） 中 ＢＣＰ 的系数在 １％ 的统计水平下显

著为负，表明“宽带中国” 试点政策能够显

著降低城市交易成本；列（３） 中 ＢＣＰ 的系

数在 １％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宽
带中国” 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技术扩

散。由此可见，以“宽带中国” 试点政策为

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激发市

场需求、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技术扩散三

个渠道来促进城市商贸流通产业集聚，进

而验证了本文的第 ２ 个研究假说。
（二） 异质性检验与分析

１． 地理区位异质性

本文以四大板块为基础，构建城市是否位于东部（ＥＳ） 和是否位于西部（ＷＳ） 两个特殊的虚拟变量，
并将它们与 ＢＣＰ 的交叉项纳入基准模型中进行估计。表 ４ 列（１） 显示，ＢＣＰ × ＥＳ 和 ＢＣＰ × ＷＳ 的系数均

在 １％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而 ＢＣＰ 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可见，以“宽带中国” 战略所代表的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东部和西部城市商贸流通产业集聚，对西部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更大，
但对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的解释是：其一，相比于东部地区，其他地区商贸流通产

业集聚水平偏低，同时东北地区传统工业结构转型较慢，商贸流通业发展基础不牢，导致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无法发挥有效的集聚效应；其二，东部地区在数字化建设和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方面的优势较为突出，西
部地区享受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较大投资，这促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商贸流通产业集聚发

挥更大的边际影响。
２． 城市规模异质性

基于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公布的 ２０２０ 年《中国城市新分级名单》，本文构建城市规模虚拟变量

ＣＤ（一线、新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赋值为 １，四线和五线城市赋值为 ０），并将其与 ＢＣＰ 的交叉项纳入

基准模型进行检验。表 ４ 中列（２） 显示，ＢＣＰ 的系数不显著，而 ＢＣＰ × ＣＤ 的系数在 ５％ 的统计水平下

显著为正，这表明以“宽带中国” 试点政策所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更大规模城市的商

贸流通产业集聚。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规模较小的城市，规模较大城市通常拥有更庞大的消费需求

与潜力，现代商贸及流通服务体系相对发达，促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引致更强的商贸流通产业集

聚效应。
３． 资源禀赋异质性

基于国务院公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本文构建资源禀赋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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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ＲＳ（属于非资源型城市取值为 １，资源型城市取值为 ０），并将其与 ＢＣＰ 的交叉项纳入基准模型进

行估计。表 ４ 中列（３） 显示，ＢＣＰ 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ＢＣＰ × ＲＳ 的系数在 ５％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

正，这表明以“宽带中国” 战略所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非资源型城市的商贸流通产业集

聚。相比于非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以资源禀赋型的传统工业结构为主，而以商贸流通业为代表的

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效应相对较弱。
４． 交通便利异质性

考虑到城市间经济联系和商品流动的因素，本文采用城市货运总量作为城市交通便利性的代理

变量。具体地，本文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所有城市货运总量均值的中位数为基准，构建城市交通便利性虚

拟变量ＴＳＣ，即将大于平均数的赋值１，反之赋值为０。然后将ＢＣＰ × ＴＳＣ的交叉项纳入基准模型（１） 中

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报告于表 ４ 中的列（４）。可见，ＢＣＰ × ＴＳＣ 的系数在 １０％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但 ＢＣＰ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交通便利型城市的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相比

于交通便利性城市，交通不便利城市的运输成本明显更高，限制了以现代物流与运输为依托商贸流通

业的高质量发展，对其产业集聚的带动作用也更低。在“宽带中国” 战略资金与财税等政策红利的支

持下，当交通便利性城市成为试点时，城市商贸流通业发展动力增强，并为其产业集聚提供强大的“向
心力”。

表 ４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城市特征差异 不同行业

（１）
地理区位

ＣＣＡ

（２）
城市规模

ＣＣＡ

（３）
资源禀赋

ＣＣＡ

（４）
交通便利

ＣＣＡ

（５）
交通仓储
ＣＣＡ１

（６）
批发零售
ＣＣＡ２

（７）
住宿餐饮
ＣＣＡ３

ＢＣＰ
－ ０． ０１１ ４ ０． ０３０ ３ ０． ０１４ ６ ０． ０４０ １ ０． ０６８ ３∗∗∗ ０． ０８３ ２∗∗∗ ０． ０７２ ８∗∗

（０． ０３０ ５） （０． ０３５ ７） （０． ０３８ ８） （０． ０３１ １） （０． ０２０ ２） （０． ０２５ ７） （０． ０３３ ８）

ＢＣＰ × ＥＳ
０． １０６ ０∗∗∗

（０． ０３５ ７）

ＢＣＰ ×ＷＳ
０． ２２１ ２∗∗∗

（０． ０５２ ２）

ＢＣＰ × ＣＤ
０． ０８７ ８∗∗

（０． ０４０ ６）

ＢＣＰ × ＲＳ
０． １０４ ２∗∗

（０． ０４３ ４）

ＢＣＰ × ＴＳＣ
０． ０６９ ９∗

（０． ０３６ 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４ ８２８ ４ ８２８ ４ ８２８ ４ ８２８ ４ ８２８ ４ ８２８ ４ ８２８
Ｒ２ ０． ９５１ ０． ９５０ ０． ９５１ ０． ９５０ ０． ９５４ ０． ９２８ ０． ９０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城市 － 时间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５． 行业异质性

依据表 ４ 中列（５）至列（７）可知，三个行业下 ＢＣＰ 的系数均至少在 ５％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其
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系数为 ０. ０６８ ３，批发和零售业的系数为 ０. ０８３ ２，住宿和餐饮业的系数为

０. ０７２ ８。 这说明以“宽带中国”战略所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批发和零售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

大，其次是住宿和餐饮业，而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小。 事实上，数字基础设施

能够降低产品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交易成本，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通过平台效

应和网络效应，催生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商业贸易新业态，实现了传统物流向智慧物流的转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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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进而加快推动批发和零售业集聚发展。
（三）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讨论

为进一步考察潜在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将 ＤＩＤ 思想融入空间计量模型中进行检验。 鉴于此，借
鉴 Ｊｉａ ｅｔ ａｌ． ［３４］的做法，本文构建如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①：

ＣＣＡｉｔ ＝ α０ ＋ χ∑ ｎ

ｉ ＝ １
ＷｉｊＣＣＡ ｊｔ ＋ β１ＢＣＰ ｉｔ ＋ β２∑ ｎ

ｉ ＝ １
ＷｉｊＢＣＰ ｊｔ ＋ θ１ＣＶｉｔ ＋ θ２∑ ｎ

ｉ ＝ １
ＷｉｊＣＶ ｊｔ ＋ δｉ ＋ γｔ

＋ ωｉｔ （３）
其中，Ｗｉｊ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为避免单一地理或经济矩阵导致的偏倚性，本文构建两个兼顾地理

与经济意义的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权重矩阵 Ｗ１ 采用地理距离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的乘积表示；
Ｗ２ 采用地理距离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之和的二分之一表示。此外，借鉴 Ｊｉａ ｅｔ ａｌ． ［３４］ 的做法，以１００ 公

里为递增半径，当城市间地理距离在特定半径之内时，地理距离矩阵内对应元素赋为 ０，反之不变，并
估计不同距离下空间溢出效应的衰减边界。

相关估计结果表明②，无论采用何种权重矩阵，ＳＤＭ下的空间效应系数和Ｗ × ＢＣＰ的系数均在１％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ＢＣＰ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系数均在１％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而且间接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此外，ＢＣＰ间接效应的系数在 ５００ 公里时仍显著为正，而 ６００ 公里范

围内则不显著。这说明“宽带中国” 示范政策所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商贸流通产业集聚产生显

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而验证了本文第 ３ 个研究假说。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切入点，采用跨期 ＤＩＤ 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商

贸流通产业集聚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１）在满足平行趋势的前提条件下，
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所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效应，这在异质性

处理效应检验、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和安慰剂检验后仍然成立。 （２）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的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效应在东部及西部城市、更大规模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交通便利性城市明显

更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批发和零售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住宿和餐饮业，而对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小。 （３）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理与经

济距离临近城市的商贸流通产业集聚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应的衰减边界为 ５００ 公里。 （４）机
制检验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激发国内市场需求、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技术扩散来促进城市商

贸流通产业集聚。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应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商贸流通产业

集聚过程中的作用，始终坚持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战略，扎实推进互联互通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进

程，积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与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２）依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

出效应，合理地推进相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试点政策，加快实现以点带面的数字化协同发展格局，充
分释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需求潜能、成本克服优势和技术扩散效应，进而赋能商贸流通业的集

聚发展。 （３）应重点发展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以及小规模、资源型、交通不便利型城市的数字化

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扶持此类城市现代商贸流通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来培育商

贸流通业的新业态，发挥数字技术在促进消费和提升服务质量的作用。 （４）应加快培育与引进数字化

新型人才，优化以市场为导向的营商环境，完善立体化互联互通的交通设施，始终坚持高水平高质量

的对外开放政策，以最大化发挥商贸流通产业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过程中的“抓手”作用。

—１２—

①

②

综合考虑空间自相关、自然对数值 Ｌｏｇ⁃Ｌ、ＬＭ 检验、Ｗａｌｄ 检验和 ＬＲ 检验等方式，对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进行识别，结果表明应

选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ＳＤＭ。 限于篇幅未给出相关的检验结果，备索。
限于篇幅，未给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及空间衰减边界的估计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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